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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利益价值的多元化导致法益概念的日渐扩展，生态法益成为新的法益类型，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应

当在刑法中改变现行基本体系和结构另起炉灶。为彰显生态刑法的重要性，生态犯罪的刑法体系应当以现行《刑
法》第六章第 6 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为基本体例。以风险防控为分析工具，改变生态刑法人本中心的价值观，重
估生态在刑法法益中的独立意义。在生态犯罪的罪量认定标准上，通过弹性的罪量标准设计，建构多维的评价标
准，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未被明确列举的危害行为处罚间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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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风险叠加的现代社会，生态环境日渐遭受严

重的破坏，刑法必须对之予以及时回应，生态刑法作

为新的刑法类型呼之而出。刑法学界主要的理论焦
点集中在诸如生态犯罪对传统刑法理论的革新、具
体个罪的司法认定、生态刑法的体系安排等问题，上
述研究对于丰富和拓展生态犯罪理论具有重要的意

义。但随着风险刑法理论研究的日渐兴起，新近的
观点越来越倾向于变革现行刑法体系，整合分散在

现行刑法中的个罪，单设生态犯罪的体例。但上述
观点并未真正顾虑到法益概念的扩张与刑法体系之

间的关系。本文以法益概念的历史嬗变为切入点，
通过展示法益概念变动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进一步

指出法益概念的扩张尽管对刑法制度会产生深刻的

影响，但并不会导致对现行刑法大刀阔斧的变革。
通过大幅度改变刑法体例的作法未必能够有效地治

理生态犯罪。真正的问题是，由于固守于传统的人
本主义立场，才导致刑法在应对生态犯罪时屡屡受

阻。未来生态刑法立法应以社会本位为基本立场，
改进现行刑法生态犯罪的立法瑕疵。与此同时，在
生态犯罪的罪量认定标准上，应通过弹性的罪量标

准设计，建构多维的评价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

未被明确列举的危害行为处罚间隙的问题。

二 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与变动中的
法益概念

根据法益保护原则，由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刑

法所保护的法益，刑法的最终任务应当定位于保护

法益［1］。法益在近现代刑法学的发展历史中经历
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日本学者内藤谦认为，法益的
产生和发展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法益概念的

形成，包括法益概念的前理论阶段———费尔巴哈的
权利侵害理论和比尔巴模的“法保护的财 ( Gut) ”;
第二阶段是黑格尔学派刑法上“法保护的财( Gut) ”
的概念; 第三阶段是实证主义刑法学上的“法益
( Ｒechtsgut) ”的概念———以宾丁和李斯特为代表的
理论观点;第四阶段是康德刑法学派的法益概念;第

五阶段是纳粹刑法学的法益概念; 第六阶段是现代

刑法的法益概念［2］。尽管法益在现代刑法学中已
经立足，但人们对于何谓法益或法益概念的界定仍

有分歧［3］，原因是作为法律保护的利益的边界无法

确定。
在个人自由为社会绝对支配性的主导思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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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个人对财物私有权是法律重点保护的价值。反
映到法律规范上实际上便是人们通过一种制度性的

规范来宣示、强化个体对特定利益的独占性优势。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后启蒙运动时期，绝对奠基在

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法律体系，无法有效应对涉

及广泛利益的损害行为，蛮干地坚守古典自由主义

的法律堡垒，终究会威胁个体自由。以整体性面貌
出现的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等新的法益表现形式逐
步在法律文本上获得正式首肯。人们试图通过类型
化的区分为不同程度的损害行为找到与之对应的评

价标尺，法益的体系初步建立，并且犯罪被按照这种

标准进行了区别化的分类。例如，私罪被认为是对
某些特定的人进行的犯罪，公罪是指对社会全体成

员或者不特定的多数人产生某种共同危险，虽然对

任何一个特定的人来说不会比其他任何人具有更大

的受到侵害的可能性［4］。微观上，法益的类型也呈
现出扩张的趋势，在人格、荣誉、尊严等成为人们生
活重要的生活利益时，严重有损他人尊严的行为也

需要刑法予以规制。简言之，人的价值和利益需求
的多样性直接催逼并推动了法益概念发展的多元化

历程。
但总体而言，不同历史时期的法益概念以及法

益概念的历史变迁，都没有摆脱人与人的关系场域。
在具体的加害行为与受害行为之间，受害人的利益

损失就成为评价加害行为的轻重的根据，并直接影

响到加害人的责任轻重。即便是在针对风俗的犯罪
中即“有害于性生活、经济生活、宗教生活中的社会
风俗、习惯的犯罪”［5］。对于何谓风俗、何谓习惯，
仍然没有超脱“人的价值中心”的思维结构。换言
之，没有针对人的现实的利益侵害的举动，就不能够

被评价为刑法中的危害行为。例如，行为人在野外
旅行基于饥饿( 未危及生命) 而杀戮流浪在外的野

狗( 非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 的行为，是无害于社会

的行为。只有当动物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存在载
体，并且表征了人们的财物属性以及国家的特定利

益需求时，刑法才对之予以评价。当行为人杀害了
他人价值不菲的宠物时，可能被认定为故意毁坏财

物罪。此时，不是因为物本身的生命受到尊重。故
意毁坏财物罪的规范目的是，任何人不得无故损害

他人的财物，而不是任何人不得随意杀戮即便不是

珍贵的动物。
这种“人本中心”的刑法规范构造，排斥了对诸

如作为一个与人相对独立并自成系统的环境和生态

能够独立的评价标尺的可能性。因为在“人本中

心”的刑法规范体系中，妨害人的需求的行为才是
动用刑法或启动国家刑罚权的前置条件。正如卡夫
曼批判的“人类中心的思想支配着舞台。此种思考
方向不仅将人类看做是最高等的动物( 依照目前进

化的水准确如此) ，而且将所有东西供人类使用，这

世界是属于人类的，人类对于世界并无关照和顾忌

的义务。因此，动物只有在基于人类利益时，才受保
护”［6］。人的范畴之外的任何物都是作为满足人需
求的客体存在，改造既有的存在并使之趋之于人的

满足是理性的志趣所在。对生态与自然无须思考的
占有在满足人的欲望的同时却日渐撕裂了人与自然

的关系，并最终危及作为整体存在的社会和作为社

会系统原子的个体。在为避免利益受损的驱动下，
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开始逐渐扩张化并且在逐步地涵

摄生态的可能含义。但这种自省仍然不够彻底，因
为为避免利益受损本质上还是利益驱动。真正需要
彻底改变的是当下刑法规范的内在目的，突破“人
本中心”的束缚，开始有意识地将生态利益作为独
立的系统，维护生态利益和生态伦理成为再造生态

刑法规范的驱动力和目的。

三 扩张的法益与生态犯罪的刑法
体系安置

“非人本思维法益观是相对于人本思维法益观
而言，非人本思维不再以人类为唯一的利益归属主

体，也不再以人类利益作为唯一的直接保护对

象。”［7］法益概念的扩张化与多样化对刑法规范的
设计与重置产生了冲击。问题是，在生态法益的概
念中，刑法关于生态犯罪的规制应当如何具体落实

到刑法规范上，亦即生态法益的刑法规范重置，直接

关系到生态法益保护在刑法中的体系性安排。刑法
学界有观点认为，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恶化和严重，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对良好而和谐的生存

态势的日益重视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为大众所

接受的趋势，刑法完全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将现在散

落在第三章走私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
及第九章渎职罪中有关侵害生态法益的相关罪名进

行聚集和整合，单列一章侵害生态法益罪予以规定，

以彰显刑法对生态法益的重视和保护［8］。更进一
步的观点认为，生态犯罪属类罪，在刑法分则中应当

以专章规定为“危害生态安全罪”。由于类罪在分
则中的排序体现刑法的价值取向，而生态安全作为

“底座安全”，在任何社会与国家都应该是最重要的
“法益”，所以危害生态安全罪应列为分则类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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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9］。上述观点表达刑法保护生态法益的紧迫性
和必要性的急切心理可以理解，但问题是，生态犯罪

的刑法规范是否如上所述，足以对刑法中分散的相

关罪名进行重新排列组合，独立成为新的章节，抑或

将其列为分则类之首，均不无疑问。
笔者认为，法益概念的扩张与大刀阔斧的刑法

体系建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主流刑法学
观点认为，“只有依据同类客体，才能对犯罪作科学
的分类，建立严密、科学的刑法分则体系。我国刑法
分则正是根据同类客体的原理，将犯罪分为十大

类”［10］。但是否构成同类客体，其实并不容易判断。
例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二者侵害的法益同样甚至主要是不特

定的多数人的财产、安全。但是否一定要将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强行从现行刑法第三章侵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抽出来，强行拉入危害公

共安全罪呢? 显然不能如此武断地回答。由此可
见，通说中所说的同类客体未必是建构刑法分则个

罪体系的唯一标准。类似的问题，在抢劫罪也同样
存在，不能够因为抢劫罪的法益是人身权利和财产

权利，经过二者价值的简单对比之后就认为应当改

变抢劫罪在刑法体系中的位置，而将其归入侵犯公

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刑
法立法既不能否认法益概念对刑法的指导机能，也

不能忽略行为类型对犯罪体系的功能性作用。人所
共知的事实是，对于上述情况，尽管刑法学界有为数

不少的呼声，缘何立法仍旧未对之做丝毫变动? 原

因在于行为类型同样对个罪的体系安排具有重要的

参照作用。例如，尽管流通到市场领域中的有毒有
害食品同样会危及公众的安全，在个案中的危害程

度甚至不亚于诸如事故类犯罪。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行为类型上，伪劣产品、假药、劣药以及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均具有相似的类型，
即表现为生产型与销售型。将行为类型相似的犯罪
安排在同一章节中，不仅能够揭示犯罪的危害程度

等级之间的差别，而且对于认定同类行为的犯罪可

以提供相当体系的认定方法和标准。至于主张将生
态法益取代危害国家安全罪放之刑法分则之首，更

是不尽合理。按照此种逻辑，是否意味着一旦出现
了一种新的法益，就动辄修改刑法的体例设置，刑法

典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将不复存在。因此，即便主张
应当增设生态犯罪的具体犯罪类型，也应当在不破

除刑法分则的基本体系情况下予以设置。
笔者认为，生态犯罪的刑法体系应当以现行

《刑法》第六章第 6 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为基本
体例，一则保证了刑法典的体系不发生大的变动，即

便未来刑法立法增设了诸多新的生态犯罪，仍可以

对第 6 节的规定予以适度扩充，并按照特定的行为
或对象类型对之予以整合，而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对

现行刑法分则体系进行宏观的改动，即无须强行改

变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废物罪等罪
名在刑法体系中的位置。二则宜将本节罪名更改为
危害生态保护罪。因为生态犯罪的范围要比破坏环
境资源保护罪刑的外延要广泛，例如违反国家规定，

引进国外的生物物种，造成本国物种濒危或灭绝的

行为，即外来物种入侵破坏本国生物多样性的行为，

显然不是破坏环境资源行为。况且，在 1989 年颁布
的《环境保护法》中亦未规定外来物种这一概念。
因此，以危害生态为节名对于新型的生态犯罪的刑

法规制更具有制度上的涵摄意义。

四 生态犯罪刑法规范的价值转向

价值引导决定刑法规范的本位选择，在以传统

的加害与被害关系的自由主义刑法体系中，行为人

对他人生命、权利的尊重是刑法规范的目的揭示。
以客观的实在的结果填充构成要件的内容，为犯罪

的认定和评价提供客观化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划

定刑罚权发动的肆意与随意。笔者认为，以结果为
中心的危害性原则大体上体现了古典自由主义时代

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人类刑法史的发展上因首

肯与贯彻个体自由的价值而得以确立。
众所周知，在近代刑法学中，危害性原则是刑法

体系的脊柱，所有关于犯罪的认定，都是以“行为—
危害”为中轴的法则设计与理念架构。“我们已经
看到，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

危害”［11］。但人们对危害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和时期有不同的认识，并且针对不同的犯罪行为所

采取的危害评价标准亦有所不同。例如，杀人罪的
危害与聚众淫乱罪的危害显然表现的是两种完全不

同的危害评价体系和技术标准。同样的，扩张的法
益概念对危害标准亦会有冲击，集中体现在人们对

危害的理解不能够局限于实害的标准。换言之，传
统刑法中的结果本位抑或实害本位，所表明的是刑

法的事后评价，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自然延伸，

也是自由刑法的基本精髓。
但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以事后评价为核心的

刑法体系在面临着诸多无法克服的新困境。第一，
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法益损害程度是危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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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化标准和依据，但这仅仅是局部性的或狭隘

性的视野。从规范视角看，似乎依据危害标准对行
为作出罪刑判断，刑法之任务即告终结，但现实却远

非如此，危害的修复工作尽管不是刑法所要考虑的

问题，但却是社会系统自身存续与发展的基本工作。
刑法可以不关乎危害是否能够修复，可以依据合法

则的标准对行为作出形形色色的规制，但如若如此，

作为社会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刑法却会与总体的系

统功能之间存在冲突。社会的新动态应当在刑法中
有所反映并能够真正地在规范层面上有所体现。
“作为社会生活映射的规范，刑法是观察社会现实
的一个缩影与窗口。透过此窗口，人们可以真切地
看到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可以深切地体验到自由与

秩序博弈后的和谐生活”。［12］这不是对刑法功能的
奢谈，而是刑法实践理性的应然彰显。第二，危害标
准的测定逐渐概念化与抽象化。在古典自由主义时
代，刑法危害的结果通常具有计量性。例如，伤害行
为致人轻伤抑或重伤，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建构制

定伤害的鉴定与测量标准。毁坏财物的行为，可以
通过对财物的评估和计算来反映危害的大小，但这

种方法在诸如生态犯罪等新型犯罪中显得捉襟见

肘。例如，在前述外来物种入侵的情况下，本地生物
的灭绝显然不是能够通过类似“重大财产损失或情
节严重的”规范术语能够解释。在“生物多样性在
所有层次和地理规模上正在逐渐减少”［13］的年代
里，危险的概念越来越变得模糊。“有一种比较便
捷的方式来界定风险吗? 我们有限的思维历程证明

这是不可能的。”［14］这就需要以一种区别于传统刑
法的思路，即以危险为议题的刑法理论。
以控制为中轴理念的刑法理论和体系在风险叠

加的时代逐渐粉墨登台。“在控制理论的影响下，
当前各国刑法体系不惜动用种种制度技术迫使刑法

理论与刑法规范做出全面的重大调整，以便将危害

的危险扼杀在萌芽阶段。”［15］控制理论一般认为是
与危险社会的涌现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危险社会

的出现，人们对危险的认知与控制远比危险发生后

的救助措施更为重要。“无可否认的是，随着风险
控制需求的增长，带出了这样一种现实和刑法危机:

在风险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后，刑法逐渐蜕变

为一种规制性的管理事务。作为风险控制机制中的
组成部分，刑法不再仅仅为报应与谴责而惩罚，主要

是为了控制风险进行威慑; 威慑成为施加刑事制裁

的首要理由。”［16］当然，以危险或风险为客观背景的
风险刑法理论是否能够在当下中国刑法中生根发芽

尚有诸多疑问。新近的理论观点批判风险社会与刑
法之间难以实现无缝对接，不符合法教义学的基本

要求［17］。其实，无论是否承认风险社会及风险刑法
的实体性，但风险的叠加在现代社会却是不争的事

实。生态的破坏所引发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相
比前工业社会，无论在范围还是程度上都是人们之

前无法认知的。笔者认为，与其将争论的焦点锁定
在风险社会或风险刑法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上，倒不

如把现代社会所发生的诸多传统社会无法包容的风

险视为理解当下社会的一个分析工具或者观察视角，

而不必过于较真地去追问风险社会到底是怎样的存

在或风险社会是否能够与刑法之间完全无缝对接的

问题，亦即当下的要紧问题或许不是对风险刑法本身

的研讨，而是风险社会下刑法的自身重构问题。
无论是否承认风险社会与之间能够完美无瑕地

对接，及时应对社会出现的新型犯罪，不断调整犯罪

圈及犯罪结构却是各国刑法的大体走向。例如，在
现代各国，对于危险源难以控制的犯罪，均通过犯罪

构成要件的修改，不同程度地实现刑罚处罚的前置

化［18］。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此类特殊犯罪的刑
法规制措施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怎样的价值引导? 这

种价值引导与其说是为了迎合控制风险的主张，倒

不如说是以公共利益为中轴的公共政策开始不断地

渗透到刑法规范之中，“国家刑罚权与公共政策形
影不离，当公共政策被引入刑法家门并奉为上座，其

掩盖下的国家刑罚权开始不断吞噬刑法基本原则的

地盘，虽然表面上刑法仍然是刑法基本原则的领地，

但已有名无实，徒有其表”［19］。上述论点虽然不免
极端，但不乏合理之处。亦即，其反映了公共政策与
刑法规范日渐融合的趋势。实际上，公共政策与犯
罪治理历来从未被隔断过。李斯特的“最好的刑事
政策是社会政策”，本身表达了公共( 社会) 政策与
刑事立法、司法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需要关切的
问题是，在公共政策与刑法规范之间表现出如此胶

着的状态下，基本的立场应当是既不能否定公共政

策对刑法规范的型构功能，亦不能忽略通过刑法规

范的贯彻以保障公共生活的潜在意义。生态犯罪的
规范化处置，显然是在生态犯罪已经成为新型公共

政策的重要问题时，才需要在刑法规范的建构上，凸

显以社会本位或者非人类中心的价值本位。
刑法中的生态犯罪规范的预设，显然不能够继

续坚守唯结果或者唯实害化的立场，处罚的基准适

度提前成为对应上述非人类中心价值本位的应然举

措。构成刑法规范的内在要素，也可能会突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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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行为观，即通过扩展行为的概念，来实现对之

防控。例如，在具体的行为规范表述上，可能会将之
前距离危害结果产生较远或作用力较小的举动逐渐

行为化;对单独每一次举动不构成行为，在符合多次

的规范标准时，对之作整体的评价，视为刑法中的行

为等等。生态犯罪的刑法规范类型日渐突出目的性
的价值色彩。“刑法中不法论的类型化发展，是刑
法体系的目的转换的产物。当代的刑法体系在预防
目的的支配之下，越来越倾向于强调需罚性，甚至将

需罚性当作指引犯罪论发展的基本准则。”［20］当然，
如果认为这种现象是作为公共利益表达的政策大肆

侵入刑法规范的话，则未免过于危言耸听。因为它
可能由于过度恪守刑法规范的封闭性而遮蔽了公共

政策对刑法型构的可能贡献。其实，通过具体规范
的设置，刑法立法和司法仍然能够为公共政策的规

范化提供一种平稳的过渡途径，从而既不会因此而

削弱罪责刑法整体的自由保障功能，亦不会阻隔公

共政策规范化表达的渠道。

五 生态犯罪罪量标准的认定模式

作为一种犯罪类型，生态犯罪的犯罪评价体系

应当具有大体相当性的评价标准，唯此，可使生态犯

罪刑法规制与司法认定有相较同类的体系，否则可

能导致个罪之间的不均衡情况。但在刑法司法解释
中，不同种类的生态犯罪罪量标准却大相径庭。例
如，《刑法》第 345 条盗伐林木罪规定，盗伐森林或
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才构成本罪。2000 年 11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破坏森林
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解释》又扩充了盗
伐林木罪的行为类型，该解释第 7 条规定: “对于一
年内多次盗伐、滥伐少量林木未经处罚的，累计其盗
伐、滥伐林木的数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表明上看，司法解释似乎将多次滥伐的行为也
规定了犯罪。但其实，此种扩充的功能是极其有限
的。易言之，在多次滥伐的行为，只有累计数量达到
了“二至五立方米或者幼树一百至二百株”时，才可
以对之进行整体评价。数量标准仍然构成了多次盗
伐行为的罪量因素。因此，即便行为人在一年内多
次盗伐林木，但不符合上述数额较大的标准，只能作

为一般违法行为论处。而多次犯的基本构造，并不
受数额的限制。例如，行为人在二年内盗窃三次以
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就可以认定为盗窃
罪。可见，盗伐林木罪所谓的表象上的“多次犯”规
定，实际上因数额要素的限制，而造成了本罪处罚上

的间隙。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破坏性采矿罪中，根
据《刑法》第 343 条第 2 款之规定: “违反矿产资源
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

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罚金。”此后，2003 年 5 月 16 日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 条规定:
“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数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 343 条第 2 款规定的‘造成
矿产资源严重破坏’”。该解释第 7 条规定: “多次
非法采矿或者破坏性采矿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

的，或者一年内多次非法采矿或者破坏性采矿未经

处理的，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数额累计计算。”通过
比较不难发现，上述两个罪名的设置思路基本一致，

即“多次”仅仅是具体罪名实害的量化计算工具，而
缺乏独立性的评价内容。可以说，不管是在刑法立
法还是司法解释中，数量情结是上述罪名认定中挥

之不去的制度性障碍。
但问题是，如果行为人滥伐国家在沙漠化地带

培育的防护林行为，没有达到上述的数量标准应如

何定性。显然，按照现行刑法无法认定为滥伐林木
罪。但此种行为的危害未必就比在非沙漠化地带盗
伐数额较大的林木的危害性小。至少在逻辑周延
上，刑法和司法解释没有考虑到非数额标准的情节

严重。正如有学者指出: “刑法第 345 条盗伐林木
罪、滥伐林木罪的认定标准是林木的数量，使用的是
财产犯罪的认定标准，对生态利益的保护来说并不

适合，因为不同种类的林木、不同地点的林木，其生
态价值和环境意义相去甚远，仅用数量进行衡量是

不合理的，如砍伐水源涵养区、风沙防护区、水土流
失区的树木和其他地区的树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

很不相同的。上述两罪的构成显然并没有考虑生态
利益的受损害程度，没有体现对生态利益的关注和

保护。”［2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有些罪名的罪量标

准中出现了“情节严重”的表述，但司法实践认定情
节严重仍然是以数量为标准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情节严重。例如，《刑法》第 341 条第 2 款规定: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
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但对于
何谓情节严重，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为此，2000 年
11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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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第 6 条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
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非法狩猎“情节严重”: ( 一) 非法狩猎野生
动物二十只以上的; ( 二)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

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 ( 三) 具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此后 2008 年 6 月 25 日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
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 》则是完全沿袭了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上述司法解释中的
( 二) 规定其实是对非法狩猎罪的行为规定，在非法

狩猎罪的刑法条文中已经彰显，因此，此项规定，显

然是多余的。第( 三) 项的所谓“其他严重情节”的
并没有明确的内涵。鉴于这种情况，司法实践多以
第( 一) 项的规定为准。从而使本来作为“情节严
重”的弹性条款具有的周延犯罪的功能严重削减。”
因此，此种情形下的情节严重仍然是唯数量为标准

的认定模式。“任何语言的领地和范围在一定程度
上都是不确定的或者模糊的，法律同样如此，需要根

据文本和语言的规则来确定它的核心语义。”［22］因
此，肯定情节严重的弹性范畴正是法律语言的模糊

性所致，但这并不等于这些弹性范畴无法界定。下
文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很妥当地解决了这些
忧虑。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 八) 》对污染环境

罪罪量标准的修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刑法

立法对生态犯罪的最新立法动向。即将 1997 年刑
法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的罪量要素“造成重大
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

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更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 年 6 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尽可能周
全地规定了环境污染罪的罪量要素和罪量标准。总
体看来，该司法解释的规定，采取了多种认定模式。
从类型上，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形: 第一，危害后果数

量型定罪模式。如 ( 二)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
废物三吨以上的; ( 八) 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

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 九) 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等。此类
标准的典型特征是针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进行的

量化评价标准。第二，犯罪方法型定罪模式，如
( 四) 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
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

废物、有毒物质的。第三，犯罪地点型定罪模式。如
( 一)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
的废物、有毒物质的;第四，其他后果型定罪模式，如
( 六) 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

二小时以上的; ( 十) 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
上的; ( 十一) 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 十二) 致使

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
般功能障碍的; ( 十三) 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
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 十四)

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等。第四，多次犯认定模
式。如( 五) 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
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
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笔者认为，上述司法解释的认定模式为今后生态刑

法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制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准。
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实现刑法处罚基准的适度前置

化。例如，通过修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
件，不仅使本罪的构成要件判断提前化，而且罪名也

发生了变更。第二，刑罚处罚的前置化可能引发刑
法过度干预国民自由的危险，为防止此类危险，应当

在立法中通过弹性的罪量因素予以限制。第三，司
法解释对弹性的罪量因素规定，应当结合具体罪名

的危害类型对之予以细化规定，从上述司法解释的

规定看，污染环境事故罪的司法解释是迄今破坏环

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中最为周延的认定模式，从而最

大限度地排除了对未列举的但危害行为却被明示列

举的危害行为后果严重的处罚间隙问题。

六 结语

“与过去的时代不同，全球化时代追求的是全
人类的彻底解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大融合以及人

类与自然的大融合。”［23］面对日渐严峻的生态危机，
人们需要克服自利的动机，而努力实现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近现代法益概念的扩张性，为生态进入刑
法并由此形成的生态刑法体系提供了基本的切入途

径。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人们需要重新评估生态
利益在法益体系中的独立性和重要性，以价值多元

化为指导的生态刑法立法。但危害生态利益行为的
犯罪化策略应当在维持现行刑法的基本结构和体例

下，重新考量生态刑法的规范构造，在具体的罪量标

准上，采取多元的类型化标准，以其形成严密的生态

刑法法网，在寻求生态犯罪治理的公共政策和刑法

规范妥善融合的进程中，合理地规制生态犯罪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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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提升刑法有效治理生态犯罪的能力。既不能为
了应对风险，而破坏刑法体例的稳定性，亦不能恪守

传统刑法的固有做法，即应当在现有刑法的基本框

架内寻求刑法知识的增量，完善生态保护的刑法体

系，这应是生态刑法重构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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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of Legal Interest and
Ecological Ｒeconstruction of Criminal Law

DENG Guo － liang，SHI Ju － hang

( Public Security Police Ｒesearch Center，Jiangxi Police College，Nanchang 330100，China)

Abstrac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ocial benefit value leads to the concept of legal interests increasingly expan-
ding，and ecological law benefits becomes a type of new law benefit，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it should
start to change the current in the criminal law system and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to reveal the importance of the ec-
ological criminal law，crime of criminal law system shall be based on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Section 6，Chapter 6 a
breach of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as a basic style，to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the analysis
tool and change of the ecological humanistic values in the center of the criminal law，revaluation of ecology in the in-
dependent value of criminal law． On the ecology of crime quantity standards，through the elastic sin standard design，
we should construct the multi － dimensional evaluation standard，to maximize the avoiding of harm and clear behav-
ior punishment．

Key words: legal interests; ecological; the ecology criminal law; the ecological legal interests; crime quantity
standard ( 责任编辑 刘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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